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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决定 #3966

Michael Vernon THOMAS 案，被申请人 

Joseph Lloyd THOMPSON 案，被申请人

由司法部长于2019年10月25日决定

美国司法部 

司法部长办公室 

 

 

(1) Matter of Cota-Vargas、Matter of Song 和 Matter of Estrada 中规定的检验标准 

将不再支配修改、澄清或以其他方式变更刑事外国人刑罚的州法院命令的效力。 

 

(2) 此类州法院命令仅在基于基础刑事诉讼程序或实体瑕疵时，才为移民目的赋予效力；如果基于与基础

刑事诉讼实体无关的理由，例如康复或避免移民后果，则此类命令对移民目的不具有效力。

在司法部长面前 

 

 

2019年5月28日，我指示移民上诉委员会（“委员会”）将此案提交我审查，并邀请各方和感兴趣的法庭

之友提交简报，讨论相关问题。Matter of Thomas & Matter of Thompson, 27 I&N Dec. 556 (A.G. 2019)。 

 

基于随附意见中所述理由，我推翻委员会在 Matter of Cota-Vargas, 23 I&N Dec. 849 (BIA 2005)；Matter of 

Song, 23 I&N Dec. 173 (BIA 2001)；和 Matter of Estrada, 26 I&N Dec. 749 (BIA 2016) 中的裁决。这些案件中描

述的检验标准将不再支配修改、澄清或以其他方式变更刑事外国人刑罚的州法院命令的效力。相反，基

于与 Matter of Pickering, 23 I&N Dec. 621 (BIA 2003), rev’d on other grounds, Pickering v. Gonzales, 465 F.3d 263 

(6th Cir. 2006) 中所解释的理由类似的理由，此类州法院命令仅在基于基础刑事诉讼程序或实体瑕疵时，

才为移民目的赋予效力。当此类州法院命令基于与基础刑事诉讼实体无关的理由，例如康复或移民困难

时，对移民目的不具有效力。 

 

因此，我撤销下述裁决，并将这些案件发回委员会，重新评估相关州法院刑罚变更是否应为联邦移民法

目的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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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州法院被定罪的外国人可能因定罪性质和由此产生的刑罚长度而面临移民后果。为避免这些后果，一

些外国人寻求州法院命令追溯撤销定罪或变更刑罚。目前，移民上诉委员会（“委员会”）已采用三种

不同的检验标准来确定此类州法院命令的法律效力，取决于州法院如何描述其决定。 

 

如果命令“撤销”外国人的定罪，则如果基于“基础程序中的程序或实体瑕疵”，该命令具有法律效力

，但如果基于“与实体无关”的理由，例如“康复或移民困难”，则不具有法律效力。Matter of 

Pickering, 23 I&N Dec. 621, 624 (BIA 2003), rev’d on other grounds, Pickering v. Gonzales, 465 F.3d 263 (6th Cir. 

2006)。如果命令“修改”外国人的刑罚，则无论理由如何，该修改为移民目的被赋予“完全的⋯⋯诚信

和信用”。Matter of Cota-Vargas, 23 I&N Dec. 849, 850–52 (BIA 2005)；另见 Matter of Song, 23 I&N Dec. 173 

(BIA 2001)。最后，如果命令“澄清”外国人的刑罚，则评估该命令效力的移民法官会考虑该命令的若干

特征，例如原始量刑命令是否包含明显差异，以及澄清法院是否有管辖权作出该命令。Matter of Estrada, 

26 I&N Dec. 749, 755–56 (BIA 2016)。更添混乱的是，将州法院命令归类为修改或澄清可能取决于州法院

自身如何标记该命令，而非两类之间的任何客观区别。 

 

Matter of Cota-Vargas、Matter of Song 和 Matter of Estrada 中阐明的检验标准在《移民与国籍法》（“INA”）

文本中没有依据，导致国家移民法适用不一致，并且未能推进国会将移民后果附加于某些定罪和刑罚的

意图。因此，这些案件被推翻。今后，移民法院在确定州刑罚任何变更的移民后果时，应适用 Matter of 

Pickering 中阐明的检验标准，无论州法院如何描述其命令。此类变更在基于基础刑事诉讼程序或实体瑕

疵时，将为移民目的具有法律效力，但当变更基于与实体无关的理由，例如外国人的康复或避免移民后

果的利益时，则不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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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 

 

 

国会规定，外国人因某些严重犯罪被定罪，且导致足够长度的监禁刑罚的，应对该外国人的移民身份产

生后果。值得注意的是，INA 将“加重重罪”定义为包括“暴力犯罪”，其“监禁期限至少为一年”，

见 8 U.S.C. § 1101(a)(43)(F)，而被定加重重罪的外国人无资格获得大多数免于遣返的救济或保护，见例

如 id. § 1227(a)(2)(A)(iii)。在许多案件中，在国土安全部（“DHS”）对刑事外国人启动遣返程序后，该

外国人向州法院申请变更定罪或由此产生的刑罚。例如，面临作为加重重罪被遣返的外国人可能请求州

法院完全撤销基础定罪，或修改、澄清或以其他方式变更相关刑罚，使其低于符合“加重重罪”所需的

一年监禁期限。州法院命令根据州法律可能对外国人没有实际影响——在大多数案件中，外国人已经服

完其寻求变更的监禁刑期。唯一问题则是该定罪在移民法下的影响。 

 

根据现有委员会先例，此类州法院命令的移民后果取决于法院授予救济的确切形式。第一，如果州法院

撤销外国人的定罪，则委员会适用 Matter of Pickering, 23 I&N Dec. 621 中阐明的检验标准。在 Pickering 中

，委员会得出结论，基于“基础程序中的程序或实体瑕疵”的撤销与基于“定罪后事件，例如康复或移

民困难”的撤销之间存在“重大区别”。Id. at 624。前一种情况质疑原始定罪是否有效，但后一种情况则

不然。因此，根据 Pickering，“如果具有管辖权的法院基于基础刑事诉讼中的瑕疵撤销定罪，则被申请

人不再拥有 INA 中定义的‘定罪’。但是，如果法院基于与基础刑事诉讼实体无关的理由撤销定罪，[则]

被申请人为移民目的仍属‘被定罪’。”Id. 

 

相比之下，如果州法院修改外国人的刑罚，而非撤销外国人的定罪，则委员会遵循 Matter of Song, 23 I&N 

Dec. at 173–74 和 Matter of Cota-Vargas, 23 I&N Dec. at 851–52 中规定的规则。根据这些裁决，移民法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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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给予州法院命令完全的诚信与信用，无论修改的原因如何。在Matter of Song案中，被申请人最初被判

处1年监禁，但随后向州法院申请将其改判为360天监禁。23 I&N Dec. at 173–74。委员会认为该情形类似

于州法院认定外国人最初的刑罚“非法”从而将其“视为无效且不具有任何效力”的情形，参见Matter 

of Martin, 18 I&N Dec. 226, 227 (BIA 1982)，并得出结论认为“该罪行不再属于[《移民与国籍法》]中‘加

重重罪’的定义范围，且被申请人不可被驱逐。”Matter of Song, 23 I&N Dec. at 174。在Matter of 

Cota-Vargas案中对该推理进一步阐述时，委员会以异议意见为代价，裁定“经修改或减轻的刑罚被承认

为有效用于移民法目的，而不论初审法院实施修改或减轻的理由为何。”23 I&N Dec. at 849。

最后，如果州法院“澄清”外国人的刑罚，则委员会考虑Matter of Estrada, 26 I&N Dec. 749中讨论的命令特

征。在该案中，被申请人最初获得12个月刑罚，但不清楚该刑罚是针对“缓刑”还是“缓刑监禁期

”——只有后者才会在《移民与国籍法》下计为监禁期。被申请人成功向州法院申请“[澄]清”该刑罚仅

为缓刑。参见id. at 755。在决定是否赋予该命令效力时，委员会考虑了第11巡回法院此前认定相关的若干

特征。参见id.（引用Herrera v. U.S. Att’y Gen., 811 F.3d 1298 (11th Cir. 2016); United States v. Garza-Mendez, 

735 F.3d 1284 (11th Cir. 2013)）。这些特征包括：原始量刑命令是否包含明显差异；原始法官是否与澄清

法官为同一人；原始量刑与澄清之间是否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以及澄清法院是否具有作出澄清的管辖

权。Id. at 755–56。委员会随后指出，在其审理的案件中，外国人的原始量刑命令确实不明确，且澄清命

令由最初对外国人量刑的同一法官作出。Id. 基于这些理由，委员会赋予该命令效力并认定该外国人不可

被驱逐。Id. at 756。

综合来看，这些委员会裁决确立了三种不同的检验标准，用以规范追溯性改变刑事定罪或刑罚的州法院

命令的移民后果。这些检验标准彼此不一致，并导致处境相似的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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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民法下经历不同的结果。本事项中的两个案件即证明了这种不一致性。

B.

1.

在Matter of Michael Vernon Thomas案中，被申请人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公民，自1977年起作为合法永久居

民居住在美国。2001年，佐治亚州法院判定Thomas犯有家庭暴力殴打罪，参见Ga. Code Ann. § 

16-5-23.1(f)，并判处其12个月监禁。2016年，国土安全部指控Thomas作为加重重罪犯可被驱逐，因其被判

犯有“暴力犯罪”且“监禁期至少为1年”。参见8 U.S.C. § 1101(a)(43)(F)。Thomas在移民法官面前承认

其定罪构成驱逐理由，移民法官下令将Thomas驱逐。

在Thomas的上诉待决期间，他向佐治亚州法院申请改变其刑事刑罚。Thomas未主张发生于15年前的原始

刑事诉讼程序存在任何程序或实质缺陷，但经检方同意，州法院发布命令称：“特此澄清被告在上述事

项中的刑罚，以反映被告被判处累计11个月零28天缓刑。”委员会随后发回重审，由移民法官审查该同

意令的影响。

移民法官拒绝采信该命令，委员会予以维持。由于该命令“澄清”了Thomas的刑罚，委员会考虑了

Matter of Estrada中认定相关的命令特征。委员会指出——与该案中外国人的情形相反——Thomas的原始

量刑命令是明确的；原始刑罚与澄清之间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约15年）；且澄清刑罚的州法院法官与

原始量刑法官不同。委员会因此拒绝采信对Thomas刑罚的“澄清”，他遂被认定可被驱逐。

2.

在Matter of Joseph Lloyd Thompson案中，被申请人系牙买加公民，于1987年合法入境美国。2012年，佐治

亚州法院判定Thompson犯有家庭暴力殴打罪，参见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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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Ann. § 16-5-23.1(f)，并判处其12个月监禁。与Thomas一样，2017年，国土安全部指控Thompson作

为加重重罪犯可被驱逐，因其被判犯有“暴力犯罪”且“监禁期至少为1年”。参见8 U.S.C. § 

1101(a)(43)(F)。

2018年3月，在驱逐指控待决期间，Thompson在佐治亚州法院提交“刑罚修改动议”，寻求将其刑罚减至

11个月零27天。Thompson未指出原始刑事诉讼程序存在任何缺陷，但法院于同日批准了该动议。在移民

法官面前，Thompson承认其被判犯有暴力犯罪，但主张其经修改的刑罚不构成至少1年的监禁期。

在移民法官驳回Thompson的主张后，委员会在上诉中予以推翻。委员会承认，关于佐治亚州法院是否具

有发布该命令的管辖权存在疑问，且该命令的时机表明其可能是为影响移民法院程序而发布的。但根据

Matter of Cota-Vargas，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其必须“给予经修改的刑罚完全效力”。因此，与Matter of 

Thomas相反，委员会赋予量刑后州法院命令效力，并认定Thompson不再可被驱逐。

3.

Thomas和Thompson均被判犯有同一州法律罪行，均基于同一理由被指控可被驱逐，且均向州法院申请改

变其刑罚而未主张原始程序存在任何程序或实质缺陷。然而这些处境相似的外国人面临了明显不同的后

果。委员会依据“澄清”与“修改”之间的语义区分，认定Thomas可被驱逐而Thompson不可。我调取这

些案件以处理这些不一致之处并澄清《移民与国籍法》下的适当处理方式。参见27 I&N Dec. 556 (A.G. 

2019)。1

1 在我调取这些案件进行审查后，Thomas提交了“制作动议”，主张正当程序条款赋予其机会回应任何

可能影响其案件裁决的“简报、备忘录或其他文件”。该动议被驳回。Thomas已收到国土安全部在这些

事项中的简报，且其通过自己的初始简报和答辩简报充分且公平地有机会提出自己的主张并回应任何其

他当事人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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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移民与国籍法》对已因州罪行被定罪并判刑的外国人规定了明确的移民后果，然而委员会却采纳了多

种检验标准，允许州法院在事后改变这些结果。尽管州法院可以基于州法律下的适当理由改变州定罪，

但州法院无权作出移民法上的认定。鉴于这些考量，我得出结论认为Pickering检验标准应适用于修改、澄

清或以其他方式改变与州法院定罪相关的监禁期或刑罚的州法院命令。因此，此类改变若基于基础刑事

诉讼程序中的程序或实质缺陷，则在移民目的上具有法律效力；但若基于与实体无关的理由，如康复或

移民困难，则不具有法律效力。Matter of Cota-Vargas、Matter of Song和Matter of Estrada因此必须被推翻。

A.

1.

在考虑修改、澄清或以其他方式改变“监禁期或刑罚”的州法院命令是否应改变原始刑罚的移民后果时

，我们从法条文本开始。例如，Ross v. Blake, 136 S. Ct. 1850, 1856 (2016)。《移民与国籍法》对“定罪”和

“监禁期或刑罚”定义如下：

(A) “定罪”一词就外国人而言，系指法院对该外国人作出的正式有罪判决，或者，在暂缓有罪裁断的情

况下，当——

(i) 法官或陪审团已认定该外国人有罪，或该外国人已作出认罪答辩或不抗辩答辩，或已承认足以支持有

罪认定的事实，且

(ii) 法官已命令对该外国人施加某种形式的惩罚、刑罚或人身自由限制。

(B) 就某一罪行而言，对监禁期或刑罚的任何提及均视为包括法院命令的监禁或关押期间，无论是否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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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监禁或刑罚的全部或部分执行或施加。

8 U.S.C. § 1101(a)(48)（着重号为后加）。当法院已作出“有罪正式判决”时，外国人显然已根据《移民

与国籍法》被定罪；而当法院命令“监禁或拘禁期间”时，其即已获得刑罚，无论该刑罚是否被执行。

那么问题在于，州法院随后对“定罪”或“刑罚”的变更是否改变了《移民与国籍法》下的这些事实。

《移民与国籍法》及相关法规均未就此点提供进一步指引，但该法规的立法史有助于阐明该短语的含义。

在委员会作出Matter of Ozkok, 19 I&N Dec. 546 (BIA 1988)裁决后，国会修订了《移民与国籍法》以界定“

定罪”。在该案中，委员会确立了一项规则，即在以下情况下“将为移民目的认定存在定罪”：

(1) 法官或陪审团已认定该外国人罪名成立，或其已作出认罪答辩或不抗辩答辩，或已承认足以支持有罪

认定的充分事实；

(2) 法官已命令对该人的人身自由施加某种形式的惩罚、刑罚或限制（包括但不限于监禁、缓刑、罚金或

赔偿，或基于社区的制裁，如康复计划、工作释放或学习释放计划、吊销或中止驾驶执照、剥夺非必要

活动或特权，或社区服务）；以及

(3) 如果该人违反其缓刑条件或未能遵守法院命令的要求，可以作出有罪判决或裁定，而无需就该人对原

指控是否有罪或无罪进行进一步程序。

同上，第551–52页。根据Ozkok对“定罪”的定义，“被告可以作出不抗辩答辩、获得缓刑判决，或在

缓刑期间参加康复计划——只要法院未作出有罪正式裁定——而不会使该罪行在移民法意义上被视为定

罪。”Francis v. Gonzales, 442 F.3d 131, 140 (2d Cir. 2006)。适用这一定义“需要对不同州刑罚体系的特定程

序进行个案分析，以确定某人是否已被‘定罪’。”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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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在制定8 U.S.C. § 1101(a)(48)作为1996年《非法移民改革和移民责任法》（“IIRIRA”）的一部分时

，否决了Ozkok的第三项要素。该法规纳入了Ozkok“定罪”定义的前两项要素，但删除了第三项要素，

该要素曾排除某些缓刑判决。见Pub. L. No. 104-208, div. C, § 322, 110 Stat. 3009, 3009-546, 3009-628 (1996)；

另见H.R. Rep. No. 104-828, at 224 (Conf. Rep. 1996)（通过指出IIRIRA“将‘定罪’定义的范围扩大至超出

移民上诉委员会在Matter of Ozkok中采用的定义”，而该定义未“足够远地处理有罪判决或刑罚施加被缓

期执行的情形”，从而确认了这一文本解释）；Francis, 442 F.3d at 141（汇集承认“在制定IIRIRA时，国

会具体且有意废除了Ozkok检验标准”的判例）。

在制定第1101(a)(48)条时，国会明确表示移民后果应源自最初的有罪认定。此外，国会通过避免移民法官

需要审查各州定罪后程序，确保了移民法的统一性。见Saleh v. Gonzales, 495 F.3d 17, 23 (2d Cir. 2007)（“在

解释新定义时，移民上诉委员会确定了其认为国会试图实现的两个主要目标：将定罪调查集中于‘最初

的有罪认定’，并‘实施统一的联邦方法’。”（引用Matter of Roldan–Santoyo, 22 I&N Dec. 512, 521–22 

(BIA 1999)）；Herrera-Inirio v. I.N.S., 208 F.3d 299, 306 (1st Cir. 2000)（解释国会在制定“定罪”新定义时“

对最初认罪的强调”（原文着重号））；同上第305页（解释Matter of Ozkok“未能产生⋯⋯统一性，国

会介入以填补空白”）；另见，例如，Resendiz-Alcaraz v. U.S. Atty. Gen., 383 F.3d 1262, 1270 (11th Cir. 2004)。

这一立法史确认，根据(A)款，外国人的最初裁定或认罪确立了其“定罪”的事实。定义的其余部分，即

(B)款，同样包含明确表明“监禁期或刑罚”的长度是“无论该监禁或刑罚的全部或部分施加或执行是否

被缓期”而计算的措辞。8 U.S.C. § 1101(a)(48)(B)（着重号为后加）。因此，为移民目的计算的刑罚长度

忽略“缓期执行”（无论是在量刑时还是之后发生），这表明其他量刑后事件——如修改或澄清——在

移民法下不应相关。因此，(B)款中的“监禁期或刑罚”短语最好理解为涉及外国人的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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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刑罚，而不考虑量刑后的变更，这些变更如同缓期执行一样，仅减轻该刑罚的影响。

这一支持Pickering检验标准的推理，同样应扩展至所有州法院对刑事刑罚的修改、澄清及其他变更。如果

原刑罚因法律缺陷而被变更，则该刑罚在法律上无效，且不存在可附加移民后果的有效刑罚。原刑罚

——由于该缺陷——本就不应被作出。相反，如果州法院后来因康复或移民原因变更先前的刑罚，则该

刑罚在section 1101(a)(48)下的移民后果保持不变，因为section 1101(a)(48)涉及外国人的最初监禁期或刑罚。

见Saleh, 495 F.3d at 24（解释“国会不打算允许外国人通过非基于实体的州撤销来逃避[移民]后果”）。

换言之，国会已确定，被定罪犯有足够严重罪行以致应判处重大刑罚的外国人应被驱逐。对该刑罚的事

后变更若不纠正法律缺陷，则不改变该外国人行为的根本严重性。因此，它们不影响国会关于该外国人

是否应被驱逐的判断。此种变更因此在移民法目的下不应具有任何效力。参同上第25页（“当定罪仅为

使被告避免移民后果而被追溯修改，而非基于实体的修改或撤销时，没有理由得出结论认为该外国人较

不适合被驱逐。”）。因此，将Pickering检验标准适用于所有刑罚变更，确保犯有国会所认定的重大罪行

的外国人不会后来逃避这些行为的移民后果。

此外，对州法院刑罚变更适用单一检验标准促进了法律的统一性。例如，在当前审查的案件中，适用

Pickering检验标准应避免适用于两名情况相似的受访人的不一致结果。如果两个州法院均未基于“ 

underlying proceedings中的程序或实体缺陷”变更受访人的刑罚，见Pickering, 23 I&N Dec. at 624，那么

Pickering检验标准将为两名受访人规定相同的移民后果。

此外，将Pickering检验标准适用于所有形式的州法院刑罚变更，解决了各州“拼凑而成的⋯⋯ widely 

disparate state rehabilitative and diversionary arrangements”之间的不一致。Herrera-Inirio, 208 F.3d at 305；另见

，例如，Pinho v. Gonzales, 432 F.3d 193, 205 (3d Cir. 2005)（指出委员会过去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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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州康复项目的多样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制定统一国家移民政策的困难所困扰”）；Resendiz-Alcaraz,

383 F.3d at 1269（指出与定罪变更相关的“州法律的变幻莫测”）。Pickering检验标准消除了评估这一广

泛州程序的需要。如果州法院因原程序中的程序或实体缺陷而变更外国人的刑罚，则该变更具有法律效

力——无论州法院对命令贴上何种标签。如果州法院基于程序或实体缺陷以外的其他原因变更外国人的

刑罚，则该变更无效，移民法官无需进一步调查。此外，不同州的情况相似的外国人将面临相似的后果。

一个州是否为康复目的提供更宽松或更严格的刑罚变更机制将无关紧要。只有基于法律缺陷的变更才会

获得效力。国家的移民体系将由此实现更统一的结果。

2. 

 

 

在得出这一结论时，我考虑了委员会采纳Cota-Vargas和Estrada检验标准的理由，但我认为这些理由缺乏

说服力。在Matter of Song案中，委员会在赋予州法院修改完全效力之前几乎没有进行分析，也没有将该规

则建立在INA文本的任何方面之上。参见23 I&N Dec. 173。在Matter of Cota-Vargas案中，委员会承认“第

101(a)(48)(A)条的语言和目的”支持将Pickering规则适用于刑罚变更，参见23 I&N Dec. at 852，但认为(B)

款涉及的是“中止”而非“修改”这一点具有相关性。基于这一法律沉默，委员会推断出国会意图认可

与刑事程序实体无关的州法院修改。参见同上。然而，(A)款对“定罪”的定义同样对“撤销”保持沉默

，而委员会在Matter of Pickering案中仍然认定，与实体无关的撤销将不具有移民后果。参见23 I&N Dec. at 

624。(A)款和(B)款根本没有涉及撤销、修改或澄清。然而，这一沉默并未提供任何理由来偏离国会在上

述任一规定中对非公民原始定罪和刑罚的关注。 

 

我同样认为Estrada检验标准在INA中找不到更多支持。在该案中，委员会在评估澄清的效力时考虑了一系

列特征，但这些特征没有一个直接源自INA本身的文本，参见26 I&N Dec. 755–56，而依赖此类

684



中文参考译文 � 美杰华咨询 | 移事通科技 12

原文第 12 页 � 中文译文

引用为27 I&N Dec. 674（总检察长2019年） 

临时决定#3966

各不相同的考量并不促进统一性，参见Hertz Corp. v. Friend, 559 U.S. 77, 91–92 (2010)（指出“高度概括的

多因素检验标准⋯⋯[已]未能实现对联邦法律的全国统一解释”）。此外，Estrada检验标准可能赋予州法

院澄清以效力，而这些澄清并未对刑事非公民原始刑罚的有效性提出质疑。例如，Estrada案的判决意见

表明，由作出原始刑罚的同一法官在原始刑罚后不久作出的“澄清”可以为移民目的赋予效力，参见26 

I&N Dec. 755–56，即使寻求澄清的非公民仅仅是为了避免移民后果而这样做。因此，Estrada检验标准削

弱了国会将移民后果附加于特定长度刑罚的决定。

B. 

 

 

在将Pickering检验标准扩展至所有形式的刑罚变更时，我也考虑并驳回了被申请人提出的

若干额外论点。

1. 

 

 

被申请人首先主张，要求移民法官评估州法院变更刑事非公民刑罚的理由，将要求他们在其不甚熟悉的

州刑法事项中充当事实认定者。然而，Pickering检验标准已经要求移民法官评估行政记录并就某些州法院

命令作出的理由作出认定。参见23 I&N Dec. at 625（审查“[定罪后]法院据以发布命令的法律”、“命令

本身的条款”以及“被申请人在请求法院撤销定罪时提出的理由”）。将Pickering检验标准扩展至州法院

刑罚变更，并未就移民法官在评估记录方面的角色引发新的关切。 

 

此外，移民法官在评估州法院刑罚变更时所依赖的证据通常将在记录中随时可得，且应几乎不需要对州

法律进行解释。Pickering检验标准的适用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因为适用该标准的裁判者经常通过评估撤

销令本身的文本或非公民请求撤销的动议来确定撤销是否为移民目的有效。参见，例如，Al-Najar v. 

Mukasey, 515 F.3d 708, 716 (6th Cir. 2008)（因“[非公民]动议中未援引任何实体法律依据”而拒绝赋予撤销

效力）；Sanu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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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Gonzales, 474 F.3d 341, 347 (6th Cir. 2007)（因“[非公民]州法院申请中未提出授予人身保护令状的表面法

律依据”而拒绝赋予撤销效力）；Alim v. Gonzales, 446 F.3d 1239, 1251 (11th Cir. 2006)（在审查“州法院命

令”和非公民的“人身保护令状申请”以确定“州法院撤销定罪决定背后的理由”后赋予撤销效力）。

因此，此类证据的可得性表明，移民法官在适用本意见的规则时不应需要深入州刑法的复杂细节。

2. 

 

 

被申请人接下来主张，《充分信任与信用法》，28 U.S.C. § 1738（“该法”），要求移民法官和委员会

赋予州法院对刑事刑罚的变更以效力，无论该变更的理由为何。被申请人主张Matter of Cota-Vargas支持这

一论点，因为尽管该决定未引用该法，但其结论认为州法院“以nunc pro tunc方式修改或减轻非公民刑事

刑罚的决定有权获得移民法官和移民上诉委员会的充分信任与信用”。23 I&N Dec. at 849（着重号为原文

所加）。这一论点因两个独立理由而不能成立。 

 

第一，国会可以为联邦法律之目的界定“定罪”等术语，其方式不同于州法院对此类术语所附加的定义。

因此，在裁定被撤销的定罪是否仍为移民目的有效时，移民法官或委员会仅仅是在适用和维护INA中的定

罪定义。裁判者并非在重新评估或以其他方式质疑州法院判决的有效性。裁判者因此并未违反《充分信

任与信用法》。参见Saleh, 495 F.3d at 26（“[BIA]只是在解释如何将Saleh因接收被盗财产而被撤销的州定

罪适用于INA，并非拒绝承认或重新诉讼Saleh加州州定罪的有效性。充分信任与信用法规并未因此被违反。

”）；Herrera-Inirio, 208 F.3d at 307（“充分信任与信用条款和法定覆盖层均‘无意阻止联邦立法机关制

定与州法规不同的联邦法规，或赋予联邦法规中的词语以不同于州立法机关颁布的法规中同一词语被赋

予的含义。’”（引用Molina v. INS, 981 F.2d 14, 19 (1st Cir. 1992)（Breyer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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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推理适用于刑罚变更。在将Pickering检验标准适用于这些州法院命令时，移民法官只是在为执行联

邦移民法律之目的确定INA中“监禁期限或刑罚”一语的含义。因此，正如依据Pickering检验标准解释“

定罪”一词“不侵犯充分信任与信用的适用原则”一样，参见Herrera-Inirio, 208 at 307，将Pickering检验标

准适用于“监禁期限或刑罚”一语同样不涉及、更不用说违反《充分信任与信用法》。 

 

被申请人试图以如下理由避免这一结果：Matter of Pickering对“定罪”的解释是8 U.S.C. § 1101(a)(48)的

(A)款所要求的，而(B)款并未对“监禁期限或刑罚”一语强制要求类似结果。然而，如上所述，我认为该

规定的文本和历史表明，两款应被适当地一并解释，因此(A)款对原始刑事程序的关注要求(B)款也应作类

似解释。此外，正如(B)款未具体涉及州法院“修改”、“澄清”或其他刑罚变更的效力一样，(A)款也未

具体涉及州法院“撤销”定罪的效力。换言之，两款均未就州法院命令的效力作出规定，因此在决定是

否适用《充分信任与信用法》时，不存在区分两款的明示文本依据。 

 

被申请人的论点还因第二个理由而不能成立，即《充分信任与信用法》不适用于联邦机构。该法规本身

规定，“法案、记录和司法程序⋯⋯在美国及其领土和属地内的每个法院中应具有与在其来源州、领土

或属地的法院中依法或依惯例所具有的同等充分信任与信用。”28 U.S.C. § 1738（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因此，该法的文本是明确的：它适用于“法院”——但不适用于“机构”——且不要求移民法官或委员

会等机构官员赋予州法院命令以效力。参见Perez v. Cissna, 914 F.3d 846, 857 (4th Cir. 2019)（“该法不适用

于机构。该法的文本是明确的。⋯⋯[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CIS’）]不是法院。因此，28 U.S.C. 

§ 1738的平实语言确立其不适用于[USCIS]。”）；另参见Am. Airlines, Inc. v. Dep’t of Transp., 202 F.3d 

788, 799 (5th Cir. 2000)（解释“[该法]的平实语言确立其不适用”于机构）；N.L.R.B. v. Yellow Freight Sys., 

Inc., 930 F.2d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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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3d Cir. 1991)（裁定“联邦行政机构不受第1738条约束，因为它们不是‘法院’”）。2

上述观察也解决了被上诉人更宽泛的论点——即使撇开该法不谈——移民法官对州法院变更刑罚的评估

也会违反联邦主义与礼让原则。与被上诉人Thompson的论点相反，移民法官对外国人刑罚的州法院变更

背后理由的评估，并不“僭取”联邦政府“决定州法院命令效力的权力”。相反，如上所述，此类案件

中的移民法官仅为联邦移民法的目的确定该命令的效力。见Matter of Velasquez-Rios, 27 I&N Dec. 470, 474 

(BIA 2018)（“我们必须使用联邦法而非州法来确定[被上诉人]⋯⋯定罪的移民后果。”（原文强调））。

州法院命令本身在所有其他目的上仍然有效且不受质疑，因此不存在联邦主义与礼让原则旨在防止的那

种对州法的侵入。

3.

被上诉人最后主张，在确定州法院变更刑罚应对移民法产生何种影响时，司法部长应通过规则制定而非

裁决进行。但鉴于委员会本身正是在行政裁决的背景下采纳了其先前的检验标准，我认为此处无需制定

规章。事实上，最高法院的先例确认了我作为机构首长通过裁决行事的权力，而我在此的权力源自INA相

关条款的文本。

最高法院早已确认，机构可以决定是通过规则制定还是通过裁决来宣布对法规的重新解释。见NLRB v. 

Bell Aerospace Co., 416 U.S. 267, 294 (1974)（“[T]在规则制定与裁决之间的选择首先属于

2 委员会的两份意见表明28 U.S.C. § 1738仍适用于联邦机构。见Matter of Adamiak, 23 I&N Dec. 878, 880 

(BIA 2006)（“在无相反法定指令的情况下，我们依28 U.S.C. § 1738 (2000)须对该州法院判决给予充分信

任与尊重。”）；Matter of Rodriguez-Ruiz, 22 I&N Dec. 1378, 1380 (BIA 2000)（“我们将改为对该州法院判

决给予充分信任与尊重。见28 U.S.C. § 1738。”）。该法规的明文及上述引用的联邦法院先例表明，这

些案件裁判错误。因此，这些案件在暗示《充分信任与尊重法》适用于移民法官和委员会面前程序的范

围內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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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裁量范围内的事项。”）；另见Velasco-Giron v. Holder, 773 F.3d 774, 779 (7th Cir. 2014)（解释机构“

可以在规则与标准之间、在规则制定与裁决之间自由选择”）；Gao v. Holder, 595 F.3d 549, 556 (4th Cir.

2010)（“[I]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在通过一般规则还是通过个别、临时的诉讼程序之间作出的选

择，主要属于行政机构的知情裁量范围。’”（引用SEC v. Chenery Corp., 332 U.S. 194, 203 (1947)））。事

实上，在Bell Aerospace之后的数十年里，最高法院“甚至从未暗示法院可以限制机构在规则制定与裁决之

间的选择。”Velasco-Giron, 773 F.3d at 779（强调为原文所加）（引用Richard J. Pierce, Jr., I Administrative

Law Treatise § 6.9 at 510 (5th ed. 2010)）。而且，即使宣布可能与先前决定冲突的解释，机构仍保留其裁量

权。见Chisholm v. F.C.C., 538 F.2d 349, 364 (D.C. Cir. 1976)（“[A]允许行政机构改变其对法规的解释，尤

其是在先前解释基于错误的情况下，无论其存在多久。”）；另见id. at 365（“对[该法规]的原始解释是

⋯⋯通过裁决确立的；因此在此通过裁决予以推翻似乎尤为适当。”）。因此，我得出结论，在行政裁

决的背景下处理这些委员会先例是适当的，且法律上并无通过规章为之的要求。

C.

最后，尽管我未就该主题要求提交书状，本案各方已论述了在根据Pickering检验标准确定州法院变更刑罚

的理由时，哪一方应承担举证责任。委员会和各上诉法院在将Matter of Pickering适用于撤销定罪时已考虑

过该问题，且它们根据手头案件的程序状态以不同方式分配了举证责任。见，例如，Andrade-Zamora v. 

Lynch, 814 F.3d 945, 949 (8th Cir. 2016)（在申请取消递解时，外国人承担证明定罪因程序或实体瑕疵而被撤

销的责任）；Barakat v. Holder, 621 F.3d 398, 403–04 (6th Cir. 2010)（在试图确立外国人可被递解时，政府

承担证明定罪因程序或实体瑕疵以外的原因而被撤销的责任）；Rumierz v. Gonzales, 456 F.3d 31, 37 (1st 

Cir. 2006)（在寻求重新开启递解程序时，外国人承担证明定罪因程序或实体瑕疵而被撤销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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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上诉法院有时援引举证责任转移框架来描述举证责任，例如，Barakat, 621 F.3d at 403（描述“举证责任

在递解程序中可能发生转移”），但无论该问题如何描述，底线仍然相同：当政府主张外国人可被递解

时，政府承担以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可递解性的责任。8 U.S.C. § 1229a(c)(3)(A)。而当外国人申请

免于递解的救济时，外国人承担证明其符合所请求特定救济形式的资格要求的责任。Id. § 1229a(c)(4)。

在各方提出所有证据后，移民法官必须权衡该证据并确定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是否已履行其责任。

本上诉各方对这些问题应如何适用于刑罚变更存在争议，但我未就该问题要求提交书状。见27 I&N Dec. 

556。在无此类请求的情况下，我拒绝重新处理举证责任转移问题，因此不改变适用Pickering检验标准的

现有法律体系。

III.

基于所述理由，委员会在Matter of Cota-Vargas、Matter of Song和Matter of Estrada中的决定被推翻。这些案

件所述的检验标准将不再支配州法院修改、澄清或以其他方式变更刑事外国人刑罚的命令在移民相关方

面的效力。相反，此类州法院命令仅在基于 underlying 刑事程序中的程序或实体瑕疵时，才为移民目的赋

予效力。如果基于与 underlying 刑事程序实体无关的理由，例如改造或避免移民后果，这些命令将不具有

移民目的上的效力。

由于委员会在Matter of Michael Vernon Thomas和Matter of Joseph Lloyd Thompson中的决定基于这些较早的

先例，我撤销委员会的下述决定，并将这些案件发回委员会，以根据Pickering检验标准评估州法院的变更。

我不怀疑，州法院将旧刑罚变更三天或四天（如被上诉人的案件）会反映对根本法律瑕疵的必要救济，

而非审判法官量刑裁量的行使，这将是罕见的情形。但鉴于各方是根据较早的先例诉讼这些案件，我不

希望在此方面排除任何可用的论点。在发回后，委员会可以审查记录中的证据，并考虑任何适当的重新

开启记录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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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定这些案件中每一案件的州法院变更是否因程序或实体瑕疵而产生，还是因其他原因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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